
 

 

扶智：缓解民族地区慢性贫困之行动逻辑*

韦吉飞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

摘   要：文章基于 CFPS 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民族地区家庭的贫困成分、变化趋势和影响

因素。结果表明：民族地区家庭的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呈下降之势，但是以家庭人口数为权重计量的

慢性贫困略有上升。沉淀教育存在门限效应，“扶智”直至大专及以上的劳动力才会显著缓解慢性贫

困，而同时增量教育中大专及以上的在校生又显著加重慢性贫困，两者间存在矛盾；另外，技能培训

对贫困各成分产生全局性影响，户主受教育平均水平的提高能抑制慢性贫困，这种影响能够通过技

能培训产生扩大效应。据此，文章提出了应出台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特别法案、人才分智管理与培养

规划、大力推广普通话、融合民族语言与汉语等的建议。

关键词： 异质性教育；民族地区；慢性贫困；影响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1.3；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20）05−0155−14

DOI: 10.16538/j.cnki.jfe.2020.05.011

一、引　言

贫困是世界性永恒的话题，几乎所有国际、国内和区域性开发机构都把降低贫困作为其终

极目标（章元等，2013）。经过近 50 年的努力，中国的反贫困攻坚取得了显著成就，为世界反贫困

事业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中国样本。但是由于发展起点低、人口基数大等原因，按照现行标准，国

内仍有千万级的贫困人口，多数分布在拥有众多少数民族和地理地势环境较为恶劣的西部民族

地区。中央屡次强调，2020 年实现乡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解决区域性的整体贫困，无疑民族地

区的乡村是重中之重。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民族地区贫困的强度和深度等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原因除了上

述所提基础条件的限制外，另一重要方面的原因是民族地区的软件形态长期低端锁定。新时代，

面对新矛盾和问题的不断衍生与变化，扶贫攻坚除了切实解决贫困群众的现实困难，为群众脱

贫致富创造良好的客观条件外，同时更要深刻地认识到精神贫困是导致物质贫困的重要主观因

素。精神与文化因素的作用和地位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习近平强调：“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

合起来，智和志就是内力、内因，将教育作为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指出要把困难地区的教育搞

上去，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近年来，各地据“智”作为，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强化乡村特

别是贫困地区乡村的教育，如对乡村偏远地区执行教育经费倾斜政策、改善乡村教师待遇，提高

贫困地区的师资水平等，旨在为贫困地区实现永久性脱贫提供教育支撑。

本研究将细致分析“扶智”即教育扶贫与民族地区乡村贫困的关系，主要探索体现在：第一，

收稿日期 ：2019-02-20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SWU1809102）

作者简介 ：韦吉飞（1982−），男，广西都安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第 46 卷  第 5 期 财经研究 Vol. 46 No. 5
2020 年 5 月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May 2020

•  155  •

http://dx.doi.org/10.16538/j.cnki.jfe.2020.05.011
http://dx.doi.org/10.16538/j.cnki.jfe.2020.05.011
http://dx.doi.org/10.16538/j.cnki.jfe.2020.05.011
http://dx.doi.org/10.16538/j.cnki.jfe.2020.05.011


对民族地区乡村的贫困进行度量，并将总贫困分解为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两种成分，考察其

发展趋势；第二，深入教育自身内部，刻画不同教育层次和类型对民族地区乡村贫困影响的基本

格局。这些验证和考察将进一步提高人们对教育扶贫的认识，对强化顶层设计、提升教育精准扶

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等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和学术意义。

二、文献综述

反贫困是世界关注的焦点，西方反贫困理论经历了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和发展经济学三

个主要阶段。影响较为深远的有：一是 Nurkse（1966）提出的“恶性循环贫困理论”，认为发展中国

家的长期贫困源自于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劣质闭环系列，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低收入造成低投

资进而导致低供给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只有大规模投资推动的产出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才

能摆脱这一陷阱；二是霍布森、庇古等（1920）提出增加社会福利总量的传统福利观，Pareto（1935）

提出的以“帕累托改进”为基本逻辑的新福利主义；三是 Myrdal（1957）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关

系”理论，认为贫困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技术、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因素互联共进的动

态过程，低收入导致生活水平低，这引起营养不良、医疗卫生恶化、教育水平低下、人口质量下降

等，形成了一个往复积累的恶性循环。这些理论和主张对贫困问题的理解和对反贫困路径的选

择有持相异观点，但是对贫困问题所持的态度和对反贫困所抱的宗旨在本质上都具有趋同性。

国际上关于反贫困的路径选择，主体模式有三：资源重置模式、机能障碍模式和机遇结构模

式。前者主张通过人为干预资源的重置来达成减少贫困之目的；机能障碍模式属于新自由主义

观点，主张侧重于考查贫困群体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规范，从他们自身的社会组织切入，干预组织

中的低效状态以消除“机能障碍”来彻底解决贫困问题；而后者则主张重点从贫困人口的社会及

经济结构中寻找“致贫”的病灶，认为长期贫困根源于长期的“机遇结构”缺乏。这些理论模式对

我国扶贫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操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相对而言，国内关于贫困与扶贫的理论研究较晚，主要集中在：（1）对贫困内涵的认识。（2）对

乡村反贫困政策措施的研究。即基于发展经济学主流研究方法，在实证分析贫困人口的收支状

况、教育卫生状况、生产条件与基础设施等情况的基础上研究采取何种具体操作方案。（3）对反

贫困战略和反贫困机制的研究。（4）对反贫困治理结构及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袁利平和万江

文，2017）。

关于教育扶贫的研究，基本延续上述的研究逻辑和框架，聚焦于：（1）教育扶贫的内涵。即认

为其科学内涵应界定为基于贫困人口掌握知识和技能的教育资源配置状况（王嘉毅等，2016）；

（2）教育扶贫的功能与意义。通常从消除贫困的代际传递、助推区域间教育均衡等方面阐述教育

扶贫的要义（翁伟斌，2017）；（3）教育扶贫研究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对策。也即认为研

究上主要存在理论准备不足、宏微观研究不够扎实等问题，而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是教育扶贫机

制不健全、扶贫政策实施不系统等。据此，学者们提出加大理论研究经费投入、完善教育体系、健

全监督评价机制、树立典型等对策建议（孟照海，2016）。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关注职业教育的扶

贫作用，认为应该建构定向模式培养本土人才、传承创新民族民间文化，完善职业教育资助政策

体系，进而使职业教育扶贫成为实施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许锋华，2016）。另有学者认为，应扎

根特定区域进行微观实证调查以及选择交叉（多）学科进行“跨界”研究，这样才能推进相关领域

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高玉峰，2017）。

总体上看，西方理论主要基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普通意义上的贫困问题，侧重于理论构建

与测量方法研究，缺乏对特定国界特殊国情的深入了解，其意义多在理论上而操作性有限；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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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扶贫和教育扶贫的研究则基于中国实际，其中不乏对扶贫工作的独到见解，但是在几个关

键性问题的研究上仍有不少值得提升或细化的空间：一是对民族地区乡村贫困研究的细致程度

有待提升，特别是对贫困成分及其测评、近年来贫困发生趋势等还有待进一步厘清；二是对异质

性教育精准扶贫内部机制的研究仍很薄弱，没有形成系统的操作性强的教育扶贫的路径策略，

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

三、“扶贫先扶智”的逻辑动能演辩

中国扶贫开发是一个多方合力、多面协同推进的过程，其实践操作必然立足于自古小农立

国所形成的碎片化人口、多样化民族及多样化自然地理条件等历史元素和特殊国情，这就决定

了扶贫工作既要在“面子”上下苦功，又要在“里子”中分层突破。若以“修路”为“面子”视为演

绎逻辑，则聚焦于“人”自身便是“里子”逻辑。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扶贫的动力机制大致经历

“要致富先修路”到“扶贫先扶智”两个主要的逻辑动能阶段，本质上是从外推转到内生的过程。

旨在改变面子“要致富先修路”朴素的观点隐含着丰富的中国哲学思想，其逻辑动能起点切

合国家基础设施薄弱、长时期无法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格局，提出冲破贫困地区和群众发

展面临着多重隐形锁定的途径，其中最主要的是设施隐形墙、民生隐形墙及资源隐形墙，如图 1
所示。后两者与前者息息相关，三者相互影响，彼此强化，严重阻碍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致使

贫困人口脱贫无门、致富无路。“要致富先修路”的逻辑动能正是对以交通设施为主要代表的基

础设施缺乏所引发的功能性问题的高度概括，旨在通过改善资源输送条件，逐步撕破贫困地区

基础设施约束的隐形网，由此可进一步归结为“资源输送”动能，其从个体、群体到区域逐步递进

得以由具体向抽象演化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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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扶贫隐形墙转变之逻辑

 

首先，面向个体和群体的救济式和机会式扶贫。前者是相关单位或个人依托重要节日，延伸

其职能，将经济资源直接输送到个体手中，通过直接补贴等微观方式拉升贫困个体的收入，缓解

其生活贫困；后者主要是将城市或其他地区的机会（包括就业、创业机会）转输给贫困地区的群

众，促进其就业创业，提高他们脱贫的几率。两者都是局部资源的重组过程，其背后的共同逻辑

是在“修路”彰显功能性效应之前，以点面对接方式缓解贫困人口的焦虑情绪。其次，面向区域

的开发式扶贫是以整体性开发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以面带面拉高人们的收入，这是中国

扶贫开发的精髓所在，典型表现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入，如村村通工程等，通过“修路”

将贫困区域和全国主要通道联通，畅通贫困区域资源流动的约束，特别是促进开发性的要素资

源流向乡村和贫困地区，推进贫困地区的整体开发，降低其贫困的空间粘度。

无疑，“要致富先修路”的外推式扶贫符合大国初始阶段的发展动能，也切合人们的需求，这

正是其巨大成功之内因所在，目前，阻碍民生资源流动与重置的设施墙、民生墙、资源墙等已基

本被打破，尽管这一动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已不再成为阻碍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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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地区人们走向致富的主要障碍。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扶贫工作已逐步过渡到以享受“修路”

扶贫所形成的开发式红利为主的新阶段，接下来的扶贫逻辑动能需要随之转变。

新时代扶贫工作的要求和旧动能的式微，需要扶贫模式必须由外推型转向内生型，尤其是

在新知识、新技术催生新业态的影响下，知识呈动态演化的趋势，网络流、信息流及观念流等已

取代硬件设施成为社会大众最基本的民生需求，其获取、加工、建构等直接决定了人们的实践方

向和致富能力，内生动力意义超越任何外力。从这一意义上讲，贫困群众致贫的主因已经逐步从

资源禀赋不均转变为对现代社会快速转变接纳能力不强。换言之，心理上不能快速适应瞬息万

变的社会，思想上无法顺利地融入现代网络，行为上不能及时接收、筛选和处理有用信息等，构成

了新时代贫困人口面临的无形墙，即心理隐形墙、网络隐形墙、信息隐形墙等，均与所谓的“智”

关联密切。对民族地区乡村的贫困群体而言，这些新隐形墙在多方因素的作用下构筑得更为牢

固，扶贫工作打破这些新约束网成为关键。因此，扶贫攻坚整体上进入了启动“智育输送”动能

的新阶段。

当前，扶贫攻坚已进入了战略性的全面决胜阶段，一个都不能少已成为国家意志。民族地区

的乡村是我国贫困强度、深度最为顽固的地区，慢性贫困是贫困最为显著的特征。新时代的扶贫

工作不仅仅是资源重组的过程，也是挖掘和利用开发式扶贫红利的过程，更是心理重塑与能力

建设相融合的过程。新逻辑动能更加注重在“人”身上做好文章，更加重视“智”的作用和地位，

教育扶贫成为必然。近几年来，国家加强顶层设计、舆论呼吁强烈，各级政府推出一些措施强化

贫困地区特别是偏远民族地区教育的扶贫作用，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研究仍需进一步细化，特别

是深入教育内部，探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教育如何影响民族地区乡村的不同类型贫困。这对进

一步完善教育扶贫的政策、强化新时代扶贫的改革策略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这也有

利于指导贫困群体在脱贫过程中正确搜寻最适合自己的人力资本作为支撑。

四、分析框架与作用机制探讨

毋庸置疑，贫困是一个多维因素积累的结果，承前所述，当抗击贫困由“外推”逐渐转向“内

生”时，相应地对贫困的关注将由外围逻辑逐步迁移至内在逻辑，在外围生态得到改变后，内在

即贫困家庭自身的生态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贫困的干预方法之一，教育在重塑贫困

家庭生态体系方面具有重要地位，通常认为教育有利于贫困者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积累，从而为减缓贫困提供有力支撑（孟照海，2016；翁伟斌，2017）。

然而，对每一个家庭而言，由于不同形态和阶段的教育是共存的，可能使上述命题趋于复

杂：一方面，处于投资形态与否的两种不同教育对贫困的影响存在着相反的驱力，教育投资支出

流（称为增量教育）可能拉升贫困家庭负担，加剧家庭贫困程度，进而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家

庭对教育的投资意愿；而已结束投资并加入到生产中的教育（称为沉淀教育）可能带来的收益流

会减缓家庭贫困，从而可能激起教育投资的信心。另一方面，囿于中国特殊的教育环境，特别是

偏远民族地区的家庭承受能力脆弱，不同年

龄阶段的教育成本支出具有累加性和偶然性

双重特征，对家庭贫困不同成份影响的不确

定 性 增 加 ， 有 必 要 作 更 为 细 致 的 实 证 分 析 。

据此，本文尝试在现有文献结论的基础上，从

家庭生态的视角去思考教育与贫困间的作用

关系，并建立如图 2 所示的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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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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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现有文献如 Becker（1995）、林乘东（1997）和 Marshall（2004）等认为教育能增加收入减

缓贫困；同时，少数学者认为教育加剧贫困（张宏军，2010），但是两方观点均回避了对教育形态的

细分，相关结论有待进一步澄清。本文将教育分为沉淀教育、增量教育和其他教育，分别对应拥

有不同教育层次的劳动力数量的正规教育、正在上学的在校生数量的正规教育和其他技能培训

等，试图分析不同教育对家庭贫困的作用机制。其次，在扶贫工作由外转内的背景下，结合数据

的可获得性，研究的关注焦点是与贫困家庭密切相关的“自身要素”，即自变量主要纳入家庭中

各教育层次的劳动力数、不同教育层次的在校生数、户主的基本特征、家庭的各类收入等。

概言之，在推动扶贫工作由旧动能向教育扶贫新动能的转换过程中，只有深入“扶智”内部，

更为细致地考察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教育对贫困的影响作用，才能全面正确地反映和测度教育精

准扶贫的成效，为科学分析民族地区乡村家庭贫困的教育影响关系奠定逻辑与理论前提。

五、研究策略与方法

准确评估教育对民族地区乡村贫困的影响作用，关键是要对“教育”和“贫困”进行清晰的

定义和度量，并甄别其中的成分。这里，我们将教育区分为两类：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前者是指

个体在各层次学校接受的文化教育，属文化型人力资本；后者是指个体在各类机构接受的技能

培训，属于技能型人力资本。相对而言，贫困的度量和分类要复杂得多，现有研究主要将其分为

总贫困、慢性贫困和暂时贫困。测量贫困的指标有许多，主要有贫困发生率、贫困距指数、收入不

平等指数、Sen 的贫困指数和加权贫困距指数等。

Sen（1976）认为贫困指数应满足两个公理，单调性公理和转移性公理。据此构建了如下贫困

指数：

ps = H[I+ (1− I)G] （1）

其中：H 为贫困发生率，I 为贫困距指数，G 为收入不平等指数。Foster 等（1984）等学者认为，森的

贫困指数对收入转移不敏感，即不满足转移敏感性公理，并且对贫困成员内部不同的贫困程度

也不敏感。为此，Foster 等（1984）等学者提出了 FGT 指数：

Pα=
1

nzα

q∑
i=1

gαi （2）

gi = z− yi α α其中： ； 表示贫困转移的敏感度， 越大，转移敏感度越强。根据上述公式，不难推进以

下几种状况：

α=0 p0 =
q
n

（1）当 时， 即为贫困发生率；

α=1 p1 =
q
nz

q∑
i=1

gi（2）当 时， 即为收入差距比率；

α=2 p2 =
q

nz2

q∑
i=1

g2
i当 时， ，公式中比前两者多了一个贫困距权重，因而满足了转移性公理。因

此，可用于分析贫困人口内部的贫困差异，因而目前多数学者都将该公式用于测量贫困程度。

近 10 至 20 年内，发展经济学对贫困问题的研究逐步向慢性贫困与暂时性贫困的分析等前沿和

动态性视角扩展（章元等，2013），Jalan 和 Ravallion（2000）沿用 Rodgers 和 Rodgers（1993）的方法，划

分了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其数学表达式为：

Tranp = P(y1,y2,y3, · · ·,yD)−P(y,y, · · ·,y) （3）

其中：等式左边为暂时性贫困，它是时期内乡村家庭因收入或消费波动而引起的；等式右边第一

项为总贫困，第二项为慢性贫困，它是由第 1 期至第 D 期的平均消费来决定。

章元等（2013）认为上述公式存在着总贫困与慢性贫困计算期限不一致的问题，其关键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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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贫困时间消费水平对慢性贫困测量的干扰。据此，提出如下修正模型：

P =


0 如果yt > z

1/D
∑D

1 (1− yt

z
)α 如果yt < z

（4）

α α = 2

y ŷ

其中：t 表示时间，z 为贫困线， 为贫困规避系数，令 。D 年中假设有 M 年贫困，M 年中每年

的消费分为两部分：贫困状态下的永久性消费（用跨期消费平均值 表示）和波动项 。于是有：

yt = ȳ+ ŷt, t = 1,2, · · · ,M （5）

将式（3）转换后代入式（2）简化后得到：

P =

1/D M∑
1

(1− y
z

)2

+ 1/D M∑
1

(
∧
yt

z
)2

 （6）

式（6）为总贫困，右边第一项为 D 年中有 M 年贫困的家庭或个人的慢性贫困，第二项为 D 年

中有 M 年贫困的家庭或个人的暂时性贫困。D 年中有 M 年贫困的家庭或个人的总贫困是两项

之和。经证明式（6）符合以上两个公理。本文将借鉴章元等（2013）提出的测量思路，以民族地区

乡村家庭的平均消费与标准线之间的差距来测算其慢性贫困、暂时性贫困与总贫困，并以此为

据进行模型估计。之后，利用 Tobit 模型估计贫困各成分的影响因素，以重点考察教育的各层次

和类型对贫困的影响机理。

六、基于民族地区乡村家庭数据的度量与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该调查

详细地搜集了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包括经济活动、教育成果、家庭关系与家庭

动态、人口迁移、健康等在内的诸多方面的数据。这一调查始于 2008 年，按照随机抽样得到的基

因成员每两年进行一次追踪调查。调查样本覆盖 25 个省（市、区），目标样本规模为 16 000 户。

本文使用 2010−2016 年来自西部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广西、云南、新疆、贵州、甘肃、重庆等省市

区乡村的 1 430 个少数民族面板家庭展开研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其中有些省份并不属于中国

五大民族自治区，但是这些省区也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集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区的主要分布区

域，其特征之一是包含了大量的自治州或自治县，是构成中国贫困最深、面最广的重要区域。从

样本分布上看，其来源既有自治区内的各民族县，又有非自治区内的民族县；民族成分涵盖了壮

族、苗族、回维、维族、彝族、白族等，既有人口较多的民族，又有人口较少的民族，具有广泛的代表

性，能较好地代表中国民族地区乡村的基本情况。

（二）样本贫困状况

本文为提升研究的稳健性，分别采用国内的两个贫困线标准和世界银行标准，从收入和消

费两个角度来考察我国民族地区乡村的贫困状况。2011 年，国内乡村贫困线标准大幅上调至人

均纯收入 2 300 元/年，并以此为基准不定期调整，2016 年调升至约为 3 000 元/年，本研究将这两

个标准按价格指数分别折算成相应年份不变价格的收入标准纳入分析。世界银行现行贫困线标

准为平均每天消费 2 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汇率（PPPs 转换因子）换算成人民币。①

表 1 为民族地区乡村家庭各年份的贫困发生率。可以看出，在不同的贫困标准下，纵向上

从 2010 年至 2016 年间，以家庭为基本考察单位的民族地区乡村的贫困发生率虽然出现一定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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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0−2016 年美元对人民币购买力平价的转换因子分别为 3.6、3.7、3.7、3.8、3.8、3.8 和 3.8。2011 年中国贫困

标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略低于世行标准，而 2016 年国内标准高于世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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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但是总体下降。绝对比值上，不同年份贫困发生率均保持相当高的水平，最低的有近 3 成的

家庭是贫困户。具体而言，按年人均纯收入为 2 300 元为基准测算，2016 年仍有 35.70% 的家庭处

于贫困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消费标准，这一比例为 35.88%，表明我国民族地区乡村的贫困深度

仍较深、广度仍较广，而且出现局部加深的状况，民族地区乡村的贫困状况根本性扭转尚需时日。
 

表 1    不同标准下民族地区乡村家庭的贫困发生率

贫困线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 300 元/年 0.3214 0.3787 0.2571 0.3570

3 000 元/年 0.4289 0.4268 0.2862 0.3951

2 美元/天 0.3511 0.3807 0.2691 0.3588
　　注：2 300 元/年表示贫困线为年人均纯收入为 2 300 元，2 美元/天表示平均一天消费 2 美元，本文以相应年份购买力平价汇率

（PPPs）换算成人民币，下同。

从贫困持续时间看，如表 2 所示，在不同的标准和时间段内，持续贫困样本的比率都呈下降

之势，但是持续的贫困发生水平仍然较高，有 4.76%−7.05% 的家庭在 2010−2016 年间一直处于

贫困状态。在贫困线为 2 300 元/年的标准下，有 14.67% 的民族地区的乡村家庭在 2010−2012 年

间持续处于贫困状态，如果这一标准提升到 3 000 元/年的水平，则在相同的时间段内有 21.24%
的乡村家庭持续贫困。
 

表 2    不同标准下和持续时间段内民族地区乡村的持续贫困状况

持续贫困时间 2010−2012 年 2012−2014 年 2014−2016 年

2 300 元/年 0.1467 0.1502 0.1210

3 000 元/年 0.2124 0.1763 0.1600

2 美元/天 0.1548 0.1512 0.1331

持续贫困时间 2010−2014 年 2012−2016 年

2 300 元/年 0.0689 0.0801

3 000 元/年 0.1102 0.0974

2 美元/天 0.0815 0.0852

持续贫困时间 2010−2016 年

2 300 元/年 0.0476

3 000 元/年 0.0705

2 美元/天 0.0551
 
 

以上单纯以人均纯收入或平均消费为参照计算民族地区乡村家庭在不同时间跨度内的贫

困持续发生率情况。表 3 为以家庭人口规模为权重对民族地区乡村贫困各成分进行加权平均的

测算结果。不难看出，在同一贫困线标准下不同持续时间跨度内，总贫困总体上呈上升之势，深

入总贫困内部可以看出，慢性贫困、暂时性贫困亦均大体呈上升之势，如在 2010−2012 年间民族

地区乡村家庭总贫困为 0.0941，而在 2012−2014 年间则提高到 0.1053。相应地，慢性贫困在两个

时间段内分别为 0.0860 和 0.0951。考察其他时间跨度也不难发现贫困有着相似的变化趋势，这

与我国近年大力推进精准扶贫所影射的直观印象不同，表征为家庭贫困率总体下降，但是贫困

加权值逐年略有提升。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民族地区乡村贫困的家庭分布并非匀称，贫困较深

的家庭可能人口也较多，权重大；二是拥有较多人口的家庭，可能有部分家庭成员为在校生导致

贫困加深。另外，在不同时间段内的构成比例上，慢性贫困均占绝对优势，一直处于高位，最低为

86.30%，最高达到 91.40%。这表明慢性贫困是民族地区乡村贫困的主要来源；民族地区贫困粘度

大的主要原因是慢性贫困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解决慢性贫困是缓解民族地区乡村贫困的合

适切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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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样本的总贫困、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贫困线＝2 美元，PPPs）

指标/时间段 2010−2012 年 2012−2014 年 2014−2016 年 2010−2014 年 2012−2016 年 2010−2016 年

总贫困 0.0941 0.1053 0.1131 0.0876 0.1146 0.1027

慢性贫困 0.0860 0.0951 0.1017 0.0762 0.1025 0.0919

暂时性贫困 0.0081 0.0092 0.0106 0.0121 0.0118 0.0105

慢性贫困比率 0.9140 0.9123 0.9062 0.8630 0.8961 0.8967
 
 

七、民族地区家庭贫困的影响机制

为进一步分析民族地区乡村贫困家庭持续贫困的影响机制，考察各不同要素对家庭贫困所

扮演的角色，我们依据世界银行确定的贫困标准测算民族地区乡村的家庭贫困值，以此作为因

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以原始数据为准进行适当调整得到，一般属于数量型的变量以实际值

纳入模型，分类型变量则是以五分量表从 0 到 5 计量，数据基本特征如表 4 所示。
 

表 4    自变量数据的基本特征

变量名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小学及以下劳动力数* 1.730 1.180 0 2 5

中学劳动力数 0.210 0.560 0 0 4

大专及以上劳动力数 0.0200 0.170 0 0 3

小学及以下在校生数 0.670 1.120 0 1 7

中学在校生数 0.750 0.980 0 0 4

大专及以上在校生数 0.100 0.360 0 0 3

户主年龄 39.63 12.92 18 43 74

户主教育程度 1.340 1.270 0 1 9

户主技能培训次数 0.0400 0.200 0 0 3

对未来的信心度 3.630 1.330 0 2 5

平时情绪良好度 2.410 1.460 0 2 5

是否有工资性收入 0.600 0.490 0 1 1

是否有财产性收入 0.100 0.300 0 0 1

金融资产 1.010 2.400 −3.050 0.460 70.44

家庭规模 4.550 1.830 1 4 10

　　注：*全称应为民族地区乡村家庭中除户主外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劳动力数量，以此类推，下同。
 
 

对贫困各成分因变量测量得到的数据，其中存在不少取值为 0。因变量测量值虽然在正值

上大致连续分布，但自身存在一定的范围，并非全域取值。据此，我们采用 Tobit 模型进行估计。

另外，在评估各成贫困的影响因素时，采取自变量逐步引入法，以考察各变量影响作用的稳定

性。估计结果如表 5−表 7 所示。

表 5    暂时性贫困影响因素的 Tobit 估计

暂时性贫困（1） 暂时性贫困（2） 暂时性贫困（3） 暂时性贫困（4）

小学及以下劳动力数 0.0009*（1.8907） 0.0011*（1.9405） 0.0010*（1.9525） 0.0009*（1.8733）

中学劳动力数 −0.0161（−1.3413） −0.0146（−1.0838） −0.0150（−1.1510） −0.0078（−1.2513）

大专及以上劳动力数 0.0167（0.8090） 0.0186（0.8926） 0.0185（0.8436） 0.0226（1.0849）

小学及以下在校生数 0.0071**（2.4656） −0.0118*（−3.1946） 0.0173*（2.6780） 0.0067**（2.0167）

中学在校生数 −0.0123***（−3.5562） −0.0254**（−7.0824） −0.0281**（−6.7915） 0.0187**（−4.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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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暂时性贫困的影响因素

从总体上看，随着新控制变量的引入，各变量在统计属性上大体上保持不变，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可以看出，其中小学及以下的劳动力系数为正且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

上通过了统计检验，表明小学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加重了暂时性贫困，即沉淀教育低层次动能转

换对暂时性贫困影响较大。可能的原因是这些劳动力的收入或消费的波动性较大，这正是暂时

性贫困的主要来源。而中学和大学以上的劳动力对暂时性贫困的影响不明显，表明这部分劳动

力由于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计划性较强，收入或消费的波动性不大，暂时性贫困受其影响有限。

在增量正规教育中，小学和中学的在校生对家庭的暂时性贫困产生显著影响，合理的解释

是虽然小学和初中是免费义务教育，但是对收入不高的民族地区乡村家庭而言，其不定期的额

外支出可能对暂时性贫困的影响较大；而大学以上在校生数量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显示大学

教育的负担相对稳定，波动性较小，因而影响幅度有限。

另外，为反映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可能存在的不同影响作用，研究单独引入户主的教育情

况，以期区分考察正规教育程度与技能培训对暂时性贫困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户主沉淀正规

教育的提高，对暂时性贫困的影响作用没有通过统计检验，而参加技能培训能显著缓解户主的

暂时性贫困状况，即培训动能转换对家庭的暂时性贫困的影响作用明显。另外，户主对未来的信

心越强，越能降低其暂时性贫困；生活中情绪保持较好，对降低暂时性贫困有拉动作用。家庭资

产、工资性收入等都不同程度地对暂时性贫困有显著影响。

（二）民族地区乡村慢性贫困的影响因素

同样，采用逐步引入变量法对慢性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由结果可见，在家庭劳动力构

成上，小学及以下和中学受正规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数对慢性贫困的影响均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表明小学及以下和中学沉淀教育不能有效缓解民族地区乡村的慢性贫困状况，可能的原因是现

阶段随着国民平均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两者对家庭收入状况影响的辩识度已经下降，界限

模糊，区分度不大，对民族地区而言亦呈相同趋势。而大专以上的劳动力数的系数为负，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表明大专以上沉淀教育能有效缓解民族地区乡村家庭的慢性

贫困状况。分析表明，劳动力数的影响作用依赖于其沉淀教育的层次，即沉淀教育新动能出现分

化，新动能转换过程中处于较高层次的劳动力才能有效缓解民族地区乡村家庭的慢性贫困，劳

动力教育水平对民族地区乡村慢性贫困的影响作用呈现出一定的门限效应。

 

续表 5    暂时性贫困影响因素的 Tobit 估计

暂时性贫困（1） 暂时性贫困（2） 暂时性贫困（3） 暂时性贫困（4）

大专及以上在校生数 −0.0510（−1.4909） −0.0737（−1.3204） −0.0699（−1.3012） −0.0581（−1.7369）

户主受教育程度 −0.0081（−1.5915） −0.0024（−0.8018） −0.0223（−1.1810）

户主年龄 0.0028***（8.1006） 0.0029***（7.4725） 0.0017***（4.3620）

户主技能培训次数 −0.0584**（−2.4615） −0.0071*（−1.9039）

对未来的信心度 −0.0007**（−2.3614） −0.0029**（−2.1503）

平时情绪良好度 −0.0224***（−8.8780） −0.0106***（−4.4143）

是否有工资性收入 −0.1182***（−15.2768）

是否有财产性收入 0.0015（0.1408）

金融资产 −0.0012***（−5.5423）

家庭规模 0.0060***（2.8919）

_cons −0.1017***（−7.7093） −0.2326***（−10.8575） −0.1678***（−7.0150） −0.0628**（−2.4071）

sigma _cons 0.1910***（50.5291） 0.1874***（50.6132） 0.1839***（49.5983） 0.1786***（51.3208）

　　注：*、**和***分别代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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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量的正规教育中，正在接受小学教育的在校生数对慢性贫困的影响不大，而中学教育、

大专以上教育在校生数的影响系数为正，且两者均在 5% 及以上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表

明正在接受中学和大专以上教育的孩子数量显著加重了民族地区乡村家庭的慢性贫困状况，增

量教育对慢性贫困的影响亦有门限性。结合国内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的大背景，可以窥探其中的

可能原因是：各地加大宣传教育和引导，提升了民族地区乡村家庭对子孙代教育的重视程度，教

育无用论影响趋弱，逐步消除了他们由于教育负担特别是大专以上教育负担所引起的忧虑，促

使民族地区乡村家庭更加积极投资孩子上中学和大学，但同时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加深了其慢

性贫困。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印证了近年来民族地区乡村家庭的慢性贫困略有加深的原因。

家 庭 户 主 的 平 均 受 教 育 程 度 水 平 越 高 ， 越 能 缓 解 其 慢 性 贫 困 。 技 能 培 训 的 影 响 作 用 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表明技能型人力资本能有效缓解慢性贫困，这与我们的期望相

符，可能原因是：一方面，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少数民族家庭，能显著增强其知识的专用性，从而依

靠技能知识推动收入的提高；另一方面，技能培训能提高少数民族家庭对既有知识重新构建和

利用的能力，并较好地转化为其经济能力。

此外，户主对未来的信心与日常情绪波动对其慢性贫困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户主信心的

增强有助于降低慢性贫困，情绪保持乐观开朗能抑制或缓解慢性贫困，可能原因是信心和情绪

能影响人的积极性，信心足、情绪开朗的户主通常不仅能提高户主本人的生活、工作的积极性，

往往也能感染到整个家庭的主观意识，提升其他成员生活和工作的积极性，工作积极性的提高

带动收入的增加同时反过来进一步增强其信心和改善情绪，由此形成良性循环。这一发现或启

示人们，在扶贫过程中不能忽视贫困者心理机能的影响作用。

（三）总贫困的影响因素

比较表 6 与表 7，可以看出，总贫困各因素的影响效应与慢性贫困表现出了较强的相似性。

无论是各不同层次沉淀教育的劳动力数量，还是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以及各层次增量教育的

在校生数等，其估计结果均未出现明显区别，显示慢性贫困是总贫困的最大构成者；同时，这也

进一步表明模型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 6    慢性贫困影响因素的 Tobit 估计

慢性贫困（1） 慢性贫困（2） 慢性贫困（3） 慢性贫困（4）

小学及以下劳动力数 −0.0034（−1.0279） −0.0035（−1.1037） −0.0032（−0.8621） −0.0034（−1.0902）

中学劳动力数 −0.0059（−0.5251） −0.0040（−0.3783） −0.0034（−0.4094） 0.0039（0.4068）

大专及以上劳动力数 −0.0171***（−2.8506） −0.0140***（−3.4082） −0.0169***（−3.5018） −0.0136***（−3.3967）

小学及以下在校生数 0.0178（1.5508） −0.0041（−0.5671） −0.0011（−0.1194） 0.0034（0.5601）

中学在校生数 0.0281**（5.0039） 0.0359**（5.9231） 0.0343**（−6.0151） 0.0306***（4.5321）

大专及以上在校生数 0.0931**（5.1015） 0.1046***（5.6125） 0.1060**（5.4610） 0.0982**（4.9081）

户主受教育程度 −0.0179*（−4.0237） −0.0153**（−2.4108） −0.0201***（−7.0906）

户主年龄 0.0033**（5.3119） 0.0032***（4.5986） 0.0021**（2.4902）

户主技能培训次数 −0.0683**（−2.3468） −0.0515**（−2.4165）

对未来的信心度 −0.0061**（−2.5307） −0.0074*（−2.2876）

平时情绪良好度 −0.0303***（−5.3450） −0.0183***（−2.4674）

是否有工资性收入 −0.1908***（−16.2218）

是否有财产性收入 −0.0451**（−2.0976）

金融资产 −0.0002***（−5.3345）

家庭规模 0.0107***（3.3263）

_cons 0.1013***（4.3945） −0.0281（−0.8159） 0.0742*（1.9629） 0.2253***（5.1223）

sigma _cons 0.3814***（80.6563） 0.3723***（79.7582） 0.3693***（81.7965） 0.3621***（80.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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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总贫困影响因素的 Tobit 估计

总贫困（1） 总贫困（2） 总贫困（3） 总贫困（4）

小学及以下劳动力数 −0.0037（−0.8521） −0.0041（−0.9709） −0.0036（−0.8091） −0.0038（−0.9197）

中学劳动力数 −0.0081（−0.4321） −0.0107（−0.6136） −0.0089（−0.4972） −0.0117（−1.0262）

大专及以上劳动力数 −0.0041***（−3.3759） −0.0053**（−2.1044） −0.0034***（−3.8027） −0.0049**（−2.9754）

小学及以下在校生数 0.0239（1.5314） −0.0193（−0.9025） −0.0131（−0.4011） 0.0127（0.4128）

中学在校生数 0.0461**（4.7858） 0.0712**（6.4386） 0.0706*（6.3781） 0.0513**（4.4723）

大专及以上在校生数 0.1435**（5.2014） 0.1721**（6.1971） 0.1689**（6.0074） 0.1416*（4.6149）

户主受教育程度 −0.0227***（−4.3821） −0.0159**（−2.6824） −0.0241***（−4.6842）

户主年龄 0.0051***（5.0107） 0.0048***（4.9752） 0.0038*（1.9805）

户主技能培训次数 −0.0319***（−2.7102） −0.0258***（−2.0070）

对未来的信心度 −0.0004*（−1.9867） −0.0028**（−2.6417）

平时情绪良好度 −0.0471***（−7.5265） −0.0261***（−3.3612）

是否有工资性收入 −0.2856***（−14.1462）

是否有财产性收入 −0.0829**（−2.0128）

金融资产 −0.0000***（−5.0283）

家庭规模 0.0125***（2.6153）

_cons 0.0877***（2.7967） −0.1051**（−2.0105） 0.0317（0.4976） 0.2667***（3.6528）

sigma _cons 0.6170***（80.9092） 0.6168***（81.0761） 0.6451***（80.8617） 0.6309***（81.1004）
 
 

（四）交叉项的影响

以上模型估计了户主的正规教育对其家庭贫困的平均影响程度，但是不能区分和考察其各

层次教育的影响效应。下面将户主的沉淀教育从低到高划分为小学及以下、中学、大专及以上三

个层次，以小学及以下组为参照，对模型进行估计。表 8 结果显示，中学教育程度与小学及以下

程度对贫困各成分的影响没有显著性差异；而大专及以上的户主与小学及以下的户主相比，慢

性贫困和总贫困均有显著降低，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对贫困的影响作用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门限

效应，且门限效应具有全局性特征。

另外，为进一步讨论技能培训与沉淀教育对贫困的影响效果是否存在交叉效应，研究引入

户主的技能培训与沉淀教育的交互项，如表 8 所示。由表 8 可见，受教育程度与技能培训的交互

项在各模型中对民族地区乡村家庭的贫困均具有积极的作用。参加技能培训分别使中学学历与

大专及以上学历组的慢性贫困之间的差距缩小了 0.4278 和 0.6297，即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技

能培训对慢性贫困的影响作用逐步上升，表明技能培训对沉淀教育的反贫困影响具有扩大效应。
 

表 8    民族地区乡村贫困的 Tobit 模型交互项影响估计

解释变量 慢性贫困 慢性贫困 暂时性贫困 暂时性贫困 总贫困 总贫困

技能培训 −0.0181** −0.0196*** −0.0201** 0.0198** −0.0189** −0.0203***

中学 −0.0219 −0.0088 −0.0206 −0.0217 −0.0212 −0.0197

大专以上 −0.0689*** −0.0708** −0.0708 −0.0712 −0.0711*** −0.0735**

技能培训×中学 −0.4278** −0.0189 −0.3010***

技能培训×大专以上 −0.6297*** −0.0355 −0.6156**

控制变量和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拟 R2 0.1870 0.1890 0.1880 0.1671 0.1890 0.1900

P 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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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一条“扶智”新动能的逻辑主线：一是在沉淀教育方面，大专

及以上的教育程度才能有效地影响慢性贫困；二是在增量教育方面，中学和大专及以上的在校

生又显著加重了慢性贫困。两者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构成了考察期民族地区乡村教育扶贫的

最大基本面，也是贫困地区和乡村教育所面临的最大困局，如何破解这一困局是教育扶贫“破智

入局”取得实质性和持续性效果所不可回避的。此外，户主的正规教育在平均水平上对慢性贫困

有缓解作用，但是在各层次分类上，依然表现出了与家庭劳动力教育结构相似的影响机制，即户

主只有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才能有效缓解家庭慢性贫困；而技能培训则对贫困各成分

产生全局性影响，且对正规教育具一定的扩大效应，表明技能型人力资本“提质充量”是民族地

区乡村扩大教育扶贫效用的可行路径。

（五）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问题

1. 去除 50 岁以上的样本。前文考虑了增量教育对贫困的影响，但中国民族乡村地区，很大

一部分 50 岁左右的户主并没有直系在校受教育的小孩。因此，我们把 50 岁以上的样本去除后

重新进行估计（以慢性贫困为例），结果如表 9 第（1）列所示。
 

表 9    检验：教育与慢性贫困

稳健性检验（1） 稳健性检验（2） 2SLS（3）

小学及以下劳动力数 −0.0081（−0.4201） −0.0050（−0.5003） −0.0123（−0.4204）

中学劳动力数 −0.0810（−0.2402） −0.0101（−0.2132） −0.0420（−0.0172）

大专及以上劳动力数 −0.0017**（−3.0227） −0.0021***（−3.0107） −0.0056**（−3.2477）

小学及以下在校生数 −0.0029（−0.2052） −0.0031（−0.2944） −0.0073（−0.0245）

中学在校生数 0.0715*（4.2064） 0.0706*（5.2161） 0.1202*（4.5312）

大专及以上在校生数 0.1786**（5.2770） 0.1801*（4.1070） 0.2718**（4.9123）

户主受教育程度 −0.0242**（−3.0719） −0.0152**（−2.4721） −0.0334**（−2.9527）

户主技能培训次数 −0.0472***（−3.5037） −0.0382***（−2.6134） −0.0501**（−3.6011）

控制变量和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拟合优度 0.074 0.081 −
 
 

2. 去除 30 岁以下的样本。沉淀教育对家庭收入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对多数样本而言，30 岁

以下除户主自身外，并没有其他已离开学校教育的劳动力。因此，我们把 30 岁以下的样本去除

后重新作估计，结果如表 9 第（2）列所示。

检验的估计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研究满足稳健性要求。

对双因果关系可能造成的内生性，我们选择户主的兄弟姊妹数作为其受教育程度变量的工

具变量，选择培训政策作为户主技能培训次数的工具变量，表 9 第（3）列为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

第一阶段两者工具变量的系数均为负，且分别在 1% 和 5% 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F 统计量

分别为 13.41 和 11.27，均略高于 10 的经验统计值，符合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要求。

八、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在厘清我国民族地区乡村家庭贫困的分类、发展趋势和异质性教育的影响机制的基

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新时代扶贫工作中“扶智”的行动逻辑。主要结论如下：（1）样本期内，民族地

区乡村家庭贫困的发生率总体下降，但是家庭贫困的加权值略呈上升趋势，家庭规模较大的家

庭的贫困状况并没有能得到根本性扭转，贫困状况实现根本性改善尚需一定时日，需要出台和

实施更多的细化举措。（2）“扶智”新动能的形成具有一定的门限性。首先，新时代沉淀教育对民

族地区乡村贫困的影响作用呈现出门限效应，表现为家庭中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劳动力数

对慢性贫困的影响较为显著，而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和中学的劳动力数对慢性贫困的影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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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均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小学及以下与中学两个层次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影响作用并没有明

显区分，其作用边界的识别度不强。其次，增量教育方面，中学和大专及以上的在校生对慢性贫

困有较明显的加重作用。沉淀教育与增量教育对贫困的影响存在一定矛盾。（3）户主平均受教

育水平的提高能有效缓解慢性贫困，但是具体到各个教育层次，依然表现出门限效应。小学及以

下和中学两个层次的教育程度对户主家庭慢性贫困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而大专及以上的受教

育程度对慢性贫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4）技能培训对缓解民族地区乡村家庭的贫困

有全局性影响，且技能培训对沉淀教育的反贫困影响具有扩大效应，新时代技能型人力资本的

提质充量是扩大教育扶贫效应的理想抓手。此外，户主的心理机能对贫困的叠加影响作用不可

忽视。

根据上述结论，给出以下对策建议：（1）对未成年或正在上学的在校生，结合新型城镇化发

展战略，出台民族地区教育特别法案，从本地教育与异地教育两条线入手，调整民族地区乡村教

育供给侧改革思路，提高少数民族特别是大专及以上的在校生教育补贴的力度，减轻民族地区

的教育负担，提高其教育参与意愿，为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持续发力奠定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

的人力资本基础和“智”资本。（2）大力推广普通话，扫清少数民族脱贫路上的语言障碍，为教育

层次提升和培训等“智”力添砖加瓦。从语言功能切入，在一些诸如沟通、交流能力等要素上下

功夫，强化对民族语言、方言与普通话的融合研究力度，逐步实现民族地区语言要素的自然切

换。另外，在制度上，充分利用乡村振兴规划契机，进一步更新民族地区与外界联系的体系关系；

加快乡村信息网络升级，建设民族语言、方言相融合的网络赋能体系，让民族地区的乡村快速与

城市信息相接轨。（3）对已离开正规教育体系的成年人，出台如《民族地区乡村人力资本分类管

理与规划办法》相关文件，强化少数民族地区的中长期人才规划，建立少数民族新赋能体系，大

力支持少数民族参加新业态、新职业培训，实现分“智”管理，有序提升。发展共享教育等形式，打

通成熟优质教育资源与民族文化教育的共通共享通道。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有能力且

信誉好的机构提供“教育、就业、脱贫”合为一体的共享发展和能力提升模式，扩大产品供给侧改

革与教育供给侧改革的交集，实现包容式、互嵌式的人力资本提升的良性循环。（4）从更高、更广

阔的视野来审视教育的“智”扶贫，把文化教育与心理健康疏导相结合作为教育扶贫的一个重要

机制，依托现有的律师事务所平台，建设心理和情绪疏导志愿者服务平台，对民族地区乡村贫困

家庭提供心理服务，做到心理扶贫与情绪扶贫相结合。

当然，在各种因素约束趋强的情形下，叠加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民情，脱贫是一条曲折而反复

之路，扶贫更是一个相当复杂且综合的过程，按照中央 2020 年实现全脱贫目标指向，“后脱贫时

代”仍将面临“相对贫困”甚至“返贫”等问题，教育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不能也不应该成为

唯一的关注点。要实现深度贫困地区的持续脱贫和自主脱贫，国家须持续发挥政治优势，加强顶

层设计，出台更综合有效的举措并全力推进，这也是当下各级政府的奋斗目标。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的分析结论基于截至 2016 年的样本数据，经

过近 4 年的精准扶贫，我国民族地区乡村的贫困状况已有显著改观，2020 年是国家实现全脱贫

的关键之年，在党和国家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必将圆满这一全脱贫的收官之年。本文的回

溯性研究分析主要是从结构和机制上阐述缓解民族地区慢性贫困的行动逻辑。

　　* 感谢李敬、胡中月及 Parrio R 在讨论中提出的修改意见，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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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Supporting Intelligence” Alleviate Chronic
Poverty? Evidence from Ethnic Areas in China

Wei Jifei
(School of Education，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 Qing 400715，China)

Summary:  Based on the micro data of CFPS，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poverty components，

changing trend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milies in ethnic area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id-

ence of poverty in ethnic areas is on the whole decreasing trend，but chronic poverty measured by the weight

of family population is slightly increasing. There is a threshold effect in precipitation education. The labor

force of “Supporting Intelligence” until junior college or above can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chronic poverty. At

the same time，in incremental education，the students of junior college or above can significantly aggravate

chronic poverty.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wo. In addition，skill training has a global impact on all

components of povert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verage level of education for the head of household can re-

strain chronic poverty. The ability to respond has an expanding effect through skill training. Based on this，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such a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pecial act of rural education in ethnic

areas，the management and training plan of talents’ intelligence，the promotion of Putonghua，and the integra-

tion of ethnic languages and Chinese.

Key words:  heterogeneity education； ethnic areas； chronic poverty； influenc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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